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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张宇燕

2018年6月习近平主席对当今全球态势做出一个重要判断，即世界正处于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这一判断是笔者分析和把握现阶段纷繁复杂世界、顺应时代潮流、利用

好发展机遇并成功应对挑战的出发点。对百年变局的理解可以从大国实力对比变化、

科技进步影响深远并伴随众多不确定性、民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人口结构改变、国

际货币体系演化、多边体系瓦解与重建、美国内部制度颓势显露和中美博弈加剧等八

个维度进行。在百年变局背景下，还应特别关注那些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的因素。正是

这些“变”与“未变”，构成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国际大环境。

关键词： 百年变局 实力对比 大国博弈

世界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历史长河之中。过去一个世纪人类经历的大事可谓

多矣，仅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两次，接下来还有冷战、伊斯兰和基督教之间的文明

冲突，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创新。然而更为深刻的变化，恰如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所说，则是“我（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1]。对人类所处时代做出“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以下简称“百年变局”）如此重大判断，揭示出人类今天正在经历的

沧海桑田及其对未来发展的影响，要超过前一世纪人类经历的天翻地覆。此判断

在2018年6月一经提出，便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一些非常积极热烈的讨论。本文

试图从下述八个维度阐述一下对百年变局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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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间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

百年变局中最为关键的变量在于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在过去的

二三十年间，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经过了不断变化，逐步累积起的量变转化成

某种程度上的质变。国家力量大小可以通过很多指标来衡量，其中最综合也是最

常用的指标可能还是经济实力。就经济实力而言，中国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发展非

常迅速。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 200美元，2018年则接近 1
万美元。特别是最近十几年间，中国发展之迅速在某种意义上大大超出了中国人

自己的预期。2005年中国的GDP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不到日本的1/2，2010年中国

的GDP开始超过日本，2014年达到日本的两倍，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2022年
可能是三个日本的量。四十年前中国GDP约为美国的 2/30，到了 2018年则变为

2/3。[1]中国与世界霸主美国在经济总量上快速接近，同时中美两国与排位第三及

以后的各国日益拉开距离，恐怕这是理解中美关系最近几年进入质变期的基础[2]。

在中国学术界，部分学者对 2/3情有独钟，他们倾向于认为，如果世界上最

大的两个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的GDP之比达到了 3∶2，那么这两个国家之间

的关系往往随之发生深刻且朝向冲突对抗的变化。在二战以来的七十多年间，中

国不是第一个达到世界超强国美国GDP的2/3的国家。在中国之前，日本和苏联

的GDP都曾经达到过美国的 2/3。然而，不管是日本还是苏联，当其经济规模达

到美国的 2/3的时候，美国对其政策都迅速做出了重大调整。尽管手段各不相

同、实施强度各异，但结果便是我们看到的，2018年日本和俄罗斯与美国的经

济规模之差今非昔比，日本只占美国的不到 1/4，俄罗斯为美国的 1/14。这或许

就是“修昔底德陷阱”[3]受到全球普遍关注的重要原因。

科技进步影响深远并伴随众多不确定性

技术突飞猛进既是百年变局的基本内容也是导致百年变局的基本推动力量。

[1]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18年中国的GDP为美国的65.4%；预计2022年中国的GDP为日

本的2.97倍。参见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19。
[2] 张宇燕：“跨越大国赶超陷阱”，《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期，第1页。

[3] [美]格雷厄姆·艾利森著，陈定定、傅强译：《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上海

人民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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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特别

是网络信息等与数字相关的技术发展尤为迅速，从而引起了生产、流通、分配和

就业等各领域的连锁反应。制造业的自动化或流水线曾经创造了大量全新的就业

岗位（比如工程师），而今天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摧毁大量服务业岗位的同时

大致不会创造出足够的新岗位。正是这类全新问题诱使《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

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等经济学家接连发表多篇相关论文 [1]。麦肯锡咨询公司估

计，到2030年全球将有8亿个工作岗位被机器人所替代，而从理论上讲，几乎所

有的工作岗位都有可能被日趋廉价的人工智能所取代。

和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政策比起来，技术进步还被学术界认定为导致各国内

部收入差距加大或工薪阶层收入增长停滞的重要原因。按理说伴随技术进步而来

的应该是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快速提高，可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事实却是恰恰相反。

无论是在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还是在主要新兴市场国家，21世纪以来的劳动生

产率增速一直在下滑，这与庞大的研发投入形成鲜明对照。这一现象已被经济学

家们称为“生产率之谜”，并无疑将对全球经济长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技术飞速变化正在开始改变战争的形式与性质。据《经济学家》报道，随着

数字技术在军事领域里的大量使用，与实体战线并行的数字战线被开辟出来，

“致命自主武器”（LAWS）的研发与大规模部署，不仅将彻底改变军人在人们心

目中的传统形象，而且还会引起一系列的伦理问题：智能战士是否是杀人凶

手？[2]与此同时，所谓“灰色地带”已经成为新一代军事专家热衷讨论的概念，

其含义是在实施侵略或胁迫的同时不引致事态升级和规避严重报复，换句话说难

以确定真正的责任方，比如网络攻击或宣传颠覆等。[3]颇值得深思的是，世界快

速网络化使国家间权力结构深受影响。网络世界在推动分散化或分权化的同时，

又让美国等网络主导国家拥有巨大的网络权力，并具体表现在对他国的全景监控

（panopticons)和阻断（strokepoints）优势之上。这种优势不仅具有自我强化性

质，而且有可能被网络霸主当作武器加以使用。[4]

[1] Daron Acemoglu and Pascual Restrepo,“Modelling Autom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24321, Feb.
2018; “Demographics and Autom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24421, March 2018; “The Wrong Kind of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Labor Demand”, JEL，March 2019; “Automation and New Tasks: How
Technology Displaces and Reinstates Labor”, NBER Working Paper 25684, 2019.

[2] Salisbury Plain, “Autonomous Weapons and the New Laws of War,” The Economist, January 19, 2019.
[3] “Shades of Grey, Neither War Nor Peace”, The Economist, January 25, 2018.
[4]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4(1): 42-7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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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

网络技术发展和普及的一个明显结果，是断崖式地降低了通讯成本、大幅度

拓展了传播容量、大大加快了传播速度，从而极大地方便了人们获取信息、接触

新观念和相互交流沟通。随着人们对自身权利认知的加深，对如何获取这种权利

路径的明晰，随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人们权利意识觉醒，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演化

的一个重要社会力量。正是民众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民粹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在

一些国家开始形成气候并广泛和深入地浸透到政治与外交实践。在欧洲，人们看

到了意大利极右翼势力的不断壮大；在拉美，人们目睹了巴西版的“特朗普主义

者”上台执政。有识之士均对此忧心忡忡。

数字时代的另一个后果是社会的撕裂。网络世界的信息爆炸使得受众在面对

海量讯息时无所适从且关注度下降，即出现了所谓的“充裕性悖论”（paradox
of plenty）[1]。鉴于人们往往更愿意听到或看到自己愿意接受的讯息这一天性，各

媒体之间为了争夺关注度而精心编排节目、设计算法，推出各类极有针对性的讯

息，以至于来自“好友”的虚假信息看上去更可信。法国的“黄马甲”群众运动

便是社会各阶层各执己见、缺少沟通和相互误解的自然结果。“不希望特朗普总

统受到弹劾而更愿看到他进监狱”的美国众议院议长的这番话，足见美国社会极

化之严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政党及政治家从反对派到执政者的身份转换，既

是全球化负面影响和网络革命所导致的劳动阶层权利意识觉醒的自然后果，也将

是加速全球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传播的动力源。在现存全球体系趋于瓦解和替代

体系创立之间的过渡期内，是否会出现长时间的空白期，亦取决于这一动力源的

强弱。

人类经历过两次网络兴起或革命，一次是 15世纪 40年代古滕贝格发明活字

印刷后思想在欧洲迅速传播，另一次是 20世纪 70年代计算机和互联网极大地提

升了人类的互联性。在《广场与塔》[2]一书中尼尔·弗格森得出的结论是：特朗普

当选、伊斯兰国兴起和 2008年金融危机，与法国和美国大革命、宗教改革运动

[1] Joseph Nye, “American Soft Power in the Age of Trump”, May 6, 2019,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
org/commentary/american-soft-power-decline-under-trump-by-joseph-s-nye-2019-05-6/[2019-06-02].

[2] Niall Ferguson, The Square and Tower: Networks, Hierarch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Global Power, Allen
Lan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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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都发生在网络处于上升时期，联成网的世界将陷入无政府动乱状态。

人口结构变化复杂深刻

人口结构可细分为年龄结构和族群结构。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

地经历着人口老龄化，其中以日本和欧洲为甚。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

体，老龄化进程也已经开启。人口老龄化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

可持续性、政府的宏观政策、一国的储蓄与投资、老龄人口的政治态度与投票参

与率等。

与人口老龄化并存的还有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轻化。在非洲、中东、印

度等地，人们看到的都是人口爆炸，其中一些国家 25岁以下的人口占其总人口

的 40%~50%。这种高度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很自然地带来了极高的青年失业率，

进而对社会稳定和资源需求产生巨大压力。与人口年龄结构两极化相比，人口的

族群或种族结构变化可能对一国社会融合、政治稳定与对外政策具有更直接的影

响。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2017年 11月发布欧洲穆斯林人口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
欧洲穆斯林人口从2010年的1950万上升至2580万，占欧洲总人口4.9%，到2050
年在中等移民增长情境下占比将达到11.2%，在高移民增长情境下德国的穆斯林

人口占德国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 19.7%。[1]今天美国的新生婴儿一半以上已不再

是欧洲裔美国人，2024年 20岁以下人口中一半以上将为非白人。特朗普总统上

任不久即颁布“限穆令”并坚持在美墨边界“修墙”以阻挡墨西哥人进到美国，

也就不难理解了。

人口族群结构变化的一个自然结果在于族群认同的强化。据《民族与民族主

义》作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说，族群或民族认同的基本特征或功能之一，在

于判定哪些人是无辜者哪些人是罪魁，而罪魁必须为“我们”眼前的苦难负责。

“我们”痛苦委屈、充满不安、不知未来方向何在，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

造成的，而“他们”就是“非我族类”（not us）者，是那些外来的陌生客，因

为“他们”是外人，于是也就成为了“我们”的敌人。[2]那些生活在冲突之中的

少数族群团体，通常都会拒绝其他群体的示好或容忍，因为确保某些敌人的存在

[1] 参见皮尤研究中心网站www.pew.org[2019-06-02]。
[2]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

168~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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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政治智慧的一部分，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维系群体团结。族群认同或族群

对立在一国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极端情形，便是萨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

秩序的重建》一书所关注的议题。[1]

二战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接近十字路口

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或“去美元化”获得新动力，是过去几年最值得关注的

现象。美国产出按汇率计算仅占世界22%，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仅为15%，但

美元在全球计价、结算、储备、流动性和融资中所占比率均超过 50%。在题为

《特朗普政策将颠覆美元地位》的文章中，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指出，美国从美元

霸权中获得了巨大好处，包括随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而来的巨额铸币税、汇率风险

规避、低货币金融交易成本、大宗商品定价权、对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元化程度高

的国家的政策影响力以及可方便地向世界各国出售银行服务等。[2]

如果说欧元的创立和伴随 2008年金融危机而来的人民币国际化提速开启了

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漫长进程，那么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美国财政赤字加

大、美国利用以美元为核心的SWIFT结算系统对全球经济金融活动进行监控并且

滥施制裁，则增强了许多重要经济体摆脱对美元持续依赖的决心。2018年土耳

其开始抛售美元资产。伊朗已经宣布其石油交易的计价预结算不再使用美元并且

代之以欧元。俄罗斯在意识到美元已经成为一种有风险的结算工具后，也开始逐

步在能源资源贸易中加大使用本币或欧元甚至人民币。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以

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期货交易额稳步增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二期全面

运行。

金砖首脑会议几乎常被提及的一个话题便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结果世人看

到了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和新发展银行的创立，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金砖加密

货币。英法德联合建立与伊朗维持贸易往来的“变通”支付机制或欧洲版结算体

系，即“贸易交换支持工具”（INSTEX），以规避美国对欧洲公司的制裁，更是

意味深长。对此，2018年底高盛前董事长、英国前财政大臣吉姆·奥尼尔在题为

[1] [美] 萨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

出版社，2010年。

[2] Jeffrey D. Sacks, “Trumps Policies Will Displace the Dollar”,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
commentary/trump-policies-undermining-the-dollar-by-jeffrey-d-sachs-2018-09[2019-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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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有选择的经济战》一文中警告说：在某个时刻，美元作为全球支付手段

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可能会受到挑战。[1]国际货币体系事关重大，其何去何从，不

仅影响作为美国霸权根基之一的美元地位，也将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和长期增

长，还会影响诸如加密数字货币（Libra）等由巨型科技公司发行的数字货币的未

来命运。

国际多边体系进入瓦解与重构过程

世界处于百年变局还表现为现行国际秩序开始进入一个瓦解与重建期。从特

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到退出《伊核协议》与《中导条约》，再到扬言退出世界贸易组

织（WTO）和猛烈抨击北约甚至联合国，美国似乎在抛弃自己苦心孤诣建立起来

的战后国际秩序。尽管有人认为美国民主政治体制长期失败所导致的实力衰落、

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俄罗斯的复兴乃现存国际秩序垮塌的主因，但占主流地位的

国际自由主义者仍以为，现代美国成功故事的关键支柱便是国际同盟体系的建

立，今天特朗普正在以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将其摧毁。[2]

尽管有人说特朗普行为非理性，因为从经济学理上讲，打贸易战的后果一定

是双输，至少中短期来看是没有赢家的，但特朗普奉行的政策还是有其内在逻

辑。四十年来，美国名义人均GDP增加了5万多美元，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中

国大规模地参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而支撑这一进程的基础就是美国

在二战后精心策划并打造的国际体系。美国放弃使自身获益颇大的国际体系的深

层原因，在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已经开始威胁到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

国家规模在国际博弈中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大国追求的不仅是经济利益，还有

政治权利。政治和经济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在于，经济是大家寻求互利共赢，政治

则是力争与对手差距最大。

与此同时，全球问题不断恶化所凸显的全球治理赤字日益扩大，客观上为国

际体系的重建提供了巨大需求。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2018年编制的濒临物种红色

名录显示，在所统计的10万多种物种中，有2.8万种物种受到生存威胁，占总量

[1] [英]吉姆·奥尼尔：“特朗普有选择的经济战”，《联合早报》，2019年1月10日。

[2] Fareed Zakaria, “The Self-Destruction of American Power: Washington Squandered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Vol. 98, No. 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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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约27%。1970年以来，地球上脊椎动物减少了60%，由于过度捕捞，太平洋仅

剩下 30%的蓝鳍金枪鱼原始种群。[1]研究表明，目前物种灭绝速度是正常自然速

度的100~10000倍。面对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情境，如果人类拒绝采取集体行动

遏止物种快速毁灭，那么人类的生存将因食物链崩溃而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这

恐怕就是一些多边体系开始瓦解而另一些全球治理架构的新设想不断涌现的原

因。中国正在开启的“一带一路”机制化进程，便可被视为国际秩序建设的一个

典型事例。

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制度颓势显露

《人为制造的脆弱性》的作者之一查尔斯·凯罗米里斯指出，2008年爆发的金

融危机在相当意义上揭示了美国制度僵化和其破坏性的严重程度。[2]在美国，金

融危机和信贷稀缺并非随机分布，而是来源于讨价还价博弈。银行体系是政治交

易的结果，政治交易下的利益伙伴关系主导着银行业政策制定，决定着从牌照发

放和网点设置到信贷分配、从监管模式到银行关系等内容。

《被妥协所拖累的美国》一书作者劳伦斯·莱希格关心的不是做坏事的坏人，

而是当今美国一系列制度如何导致腐败并最终给国家带来危害。[3]在他看来，涉

及金融、法律、媒体、医疗、科学等领域的制度均受到错误的准则和激励的腐

蚀，反过来它们又腐蚀了各类并非总是基于私利的行为体的行为。在一篇题为

“‘婴儿潮’一代是如何摧毁美国的”文章中，作者指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已经

成为富人在民主问题上弄虚作假的工具；美国对正当程序的坚持值得称道，但有

人以此为借口阻挠政府执行操作安全规则、追究公司刑事责任、保护弱势群体；

选举改革的本意是要加强民主，实际上却削弱了民主；精巧的金融和法律工具把

经济长期增长和共同繁荣的引擎变成了为数不多的大赢家的赌场；近年来国会通

过的议案几乎都有附加条款；美国被分割成两个阶层，受保护的阶层拖垮政府、

瘫痪政府，不受保护的阶层则被甩得更远；选举投票率如此之低凸显民众的政治

冷漠；三十多岁的成年人中认为收入超过父母的可能性从四十年前的90%降到了

[1] 参见 IUCN官网www.iucn.org[2019-06-02]。
[2] [美]查尔斯·凯罗米里斯、史蒂芬·哈伯著，廖岷、杨东宁、周叶菁译：《人为制造的脆弱性》，

中信出版社，2015年。

[3] Lawrence Lessig, America, Compromise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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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50%。[1]

美国权力结构的家族化程度之高远超人们想象。据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的

数据，美国州长之子成为州长的概率是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男性的600倍，参议员

之子承接父业的概率是普通人的8500倍。[2]多种迹象显示，美国已经行进在福利

国家的道路上，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政府扩大福利支出。如果加上医保中不由政

府提供的支出部分，则美国政府总支出便达到GDP的48%，与欧洲福利国家的代

表瑞典相差无几，因此不少人担心这会永久性地削弱美国的增长能力。虽然本次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保持了连续122个月的增长并打破1991－2001年持续繁荣的纪

录，但实际经济增长仅为25%，远低于上一繁荣期的43%。

主要大国之间“规锁”与“反规锁”日趋白热化

权力政治主要指世纪大国之间为打压对手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牺牲自身利

益。当今世界变局的深层次原因归结为一点，就在于中国快速跻身高科技产业。

中美关系至少目前看不是新冷战。冷战期间美国对苏政策的基本特征是遏制或隔

离，即尽可能不与苏联及其盟国发生任何经贸和社会往来，最终让苏联因效率低

下而自生自灭。美国对华政策自冷战后期以来奉行的是接触政策，其核心是将中

国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通过让中国承担责任来改变中国。尽管如今有

一部分美国人希望与中国“脱钩”并最终实施遏制政策，然而美国既难以做到完

全孤立中国也没有必要这样做。说它难以做到是因为成功隔离中国至少需要世界

主要经济体和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集体行动，说它没有必要是因为中国对美

国等发达经济体形成的威胁主要来自高科技赶超而非中低端竞争。美国对华政策

的要义在于，既要继续享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提供的中低端好处，又要规避或

阻止中国在高端科技尤其是数字高科技领域的赶超。美国这一对华策略可以简洁

地用一个中文词加以概括：“规锁”（confine）。[3]

“规锁”的基本意思有两个：一是用一套新的国际规则来规范或限定中国在

高科技领域的行为；二是藉此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势予以锁定，使中美在科

技层级上维持一个恒定且尽可能大的差距。美国之所以动不动就援引国内法对付

[1] Steven Brill, “How Baby Boomers Broke America”, The Times, May 28, 2018.
[2] “Dynasties: The Power of Families”, The Economist, April 18, 2015.
[3] 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清

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第2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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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贸易伙伴，主要原因在于现有多边体制无法按照其意愿实现对中国的制约，这

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处 2018 年 3 月公布的对华 301 调查报

告[1]，其涉及的所谓技术盗窃、强制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等焦点问题都和技

术有关。美国以及欧洲和日本联合发表声明为改革WTO定调，要求中国增加政

府补贴透明度等，其主要意图之一也在于此。正如彭博新闻社网 2019年 5月 26
日登载的题为“科技冷战将迫使世界做出选择”的文章所说：数字铁幕将迫使政

治领导人就加入中国队还是美国队做出决定。概言之，中美之间的“规锁”与

“反规锁”博弈业已成为当代版的修昔底德陷阱，并已经开始对整个世界格局产

生影响。[2]

巨变过程中的不变量清晰可见

变中蕴含着不变，不变中孕育着变化。随着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人类历史

演进的性质便发生了转变。恰如《西方将主宰多久》作者伊恩·莫里斯所说，伟

人和愚笨者从来没有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他们所能做的最多是加快或延缓历史

进程。[3]但1945年后，政治领导人就变得能够改变历史。过去人类犯错误的结果

是导致社会的衰退或崩溃，而现在这些错误将直接导致人类的灭亡。时至今日，

人类处于核武器时代这一现实并未改变。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

计，世界现存核弹头数为15850枚[4]，美国和俄罗斯分别拥有6550和6850枚，其

数量足以毁灭人类数十次，这意味着人类仍旧生活在核恐怖的阴影中。也正是核

武器的存在，美俄冲突或中美对抗的上限同时被限定了，因为核大国之间的全面

冲突无异于人类毁灭。

今天的世界中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另一事实，是各国或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

存度仍然处于历史高位。高相互依存度主要表现在紧密的国际分工与贸易联系之

上。据“关于全球化的五个迷思”作者史蒂文·奥尔特曼引证的结论，无论是贸

[1] 参见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处：《根据 1974年贸易法 301条款对中国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有

关行为、政策及做法的调查结果》，2018，http://www.ustr.gov[2019-06-02]。
[2] Tim Culpan, “The Teck Cold War Begun”,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19-05-20/

huawei-supply-freeze-points-to-u-s-china-tech-cold-war[2019-06-02].
[3] [美]伊恩·莫里斯著，钱峰译：《西方将主宰多久》，中信出版社，2011年。

[4] 参见2018年9月发布的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年度报告。除俄罗斯和美国外，法国以300枚排名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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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与资本，还是信息与人员流动，2017年全球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1]今

天的世界已经被全球价值链捆绑在一起。虽然说位居价值链高端的“系统集成

商”[2]主要分布在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

“脱钩”成本已经提升到了世界难以承受的水平。各国“得自贸易的收益”减少

势必引发国内社会政治的强烈反弹，从而起到抵消“逆全球化”的作用。整体上

看，全球化趋势并未发生反转，而是遇到了暂时挫折。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

要阶段，全球化并不总是走在平坦笔直、路旁长满鲜花与树木的大道上。全球化

征程中一定还会有一些崎岖甚至险峻路段，具体表征之一就是特朗普政府的单边

主义、霸凌主义和保护主义。

百年后回眸百年变局

一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在回顾人类目前正在经历的这一段历史变迁的时候，可

能性比较大的是把百年变局概括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的复兴和以美国为代表

的西方对东方复兴的回应”。中美两个如此规模巨大的国家，其中一个综合实力

迅速上升，一个实力依旧超强但显露疲态；一个努力获取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全球

影响力，一个很不情愿与他国分享权力；一个拥有东方式的古老政治文化传统，

一个饱受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滋养。在它们之间出现各种各样分歧、摩擦，乃至一

定程度的冲突，均属正常和自然。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3]。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又需要中美这两个世界上体量

最大的国家，需要这两个人类事务最大的利益攸关方，携起手来一同承担应对挑

战的责任。而做到这一点的基本前提，就在于中美两国依靠智慧与胆识，在斗争

中妥善处理其间的误解、矛盾与冲突。

[1] Steven Altman, “Five Myths about Globalization”,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2, 2019.
[2] 对系统集成商国别分布的讨论，可参见[英]彼得·诺兰著，姚明雷译：《中国能不能“购买”世

界》，红旗出版社，2014年。

[3]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人民日报》，

2019年9月4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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